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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信用、货币与利息

李秀辉
（杭州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 信用在古希腊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物品的借贷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小额铸币成为

借贷对象既推动了货币的使用和利息的发展，又使得信用的内容和形式更加正式化。在古希腊，亲友和

邻居间的互助是风险应对的主要方法，信用和债务关系包含在互惠式礼物的社会整合方式之中。利息

的产生代表着熟人圈子之间的互惠互助向陌生人之间的经济合作和社会交往的转变。对利息性质的理

解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利息是债务双方基于互惠甚至自愿相互协商的结果，一种是将利息看作债

权人的权利而强加于债务人，分别代表着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对利息的不同理解。古希腊利息收取

的比例是比较固定的，具体数额是在非正式的习俗和惯例中形成的。附息借贷的一个社会影响是瓦解

了古希腊城邦共同体的紧密社会关系。当整个社会的债务积累数量巨大，社会秩序会遭受重大冲击时，

债务取消就可能成为一个重要选择。

［关键词］ 古希腊；信用；货币；利息；债务取消

一、 引  言

信用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广义上是指在社会交往的互惠过程中因给予而累积的社会声望，

或物品和货币的借还过程中所处的相互亏欠状态，通常指基于信任产生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包

括债权债务关系；狭义上指货币的信贷而形成的经济关系。信用在古希腊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物品的借贷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小额铸币成为借贷对象既推动了货币的使用和利息的发展，又

使得信用的内容和形式更加正式化。“通常认为古希腊罗马精英的道德约束反对货币，附息债务抑制

货币经济的发展。我们认为信用文化是古典社会货币动态发展的一个关键条件，政治结构、制度和

规范行为是主要条件。”［1］12利息的收取在古希腊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争

论，也引发了关于债务取消的政治博弈。可以说，信用开启了研究古希腊社会经济基础的一条重要

线索，从内嵌于互惠和再分配的社会整合方式中的暗线，到结合货币在市场交易兴起后依托银行机

构发挥作用的明线，对推动古希腊社会的商业化和货币化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国内对古希腊信用关

系和货币制度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希望对这一主题的关注能够在哲学文化层面之外提供理解古

希腊社会的另一个维度，也能为中西方世界两种独立起源的经济金融制度的比较打好前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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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古希腊信用的概况与特征

在古希腊，信用既涉及小额的物品借贷和典当，又涉及大额的货币借款，信用的形式包括非正

式的和正式的、无息的和附息的等等。“对穷人生活习惯的记录提到，穷人为了一些紧急的小额债务

典当他们不太贵重的物品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1］100不只是穷人，古希腊其他阶层的人也习惯于

信 用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存 在 和 作 用 ，这 可 以 在 戏 剧 作 家 的 表 述 中 找 到 依 据 ，“ 阿 里 斯 托 芬

（Aristophanes）将以信用过活看作阿提卡（Attika）居民的正常生活状态”［2］74-75。到了公元前 4 世纪，

古希腊的信用活动和信用结构已发展得相当完善，而且据现有史料也能还原许多具体的细节。“希

腊没有发展代币（token money），信用在公元前 4 世纪的雅典广泛存在，现存的证据很多，但即便如

此，信用关系主要是存在于个人之间或个人与银行之间。”［3］144这一时期的雅典是古希腊信用活动发

展状况的典型代表，“公元前 4 世纪的雅典充斥着借贷，其中包括大小卖家提供的可能令人惊讶的

融资”［4］5。因而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从古风时期到公元前 4 世纪信用的结构和观念是如何

发展的”［5］51。

美索不达米亚人留下了早期借贷活动的记录，用实物或货币计价和结算。“债务有时用白银计

算，有时用大麦或其他物品计算，白银的利息可用大麦计算，规则本身在于可用其他物品归还所借

的物品。”［6］45古希腊债务记录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传承于美索不达米亚，在石板上记录债务，债务清

偿之后则将记录抹去，“所需的唯一‘合同’是一块石板，在上面记录客人的名字和所欠的金额”［7］189。

在斯巴达则用塔利木棍来记录债务，这种方法在之后的英国也曾广泛应用。“拜占庭学者佛提乌斯

（Photius）引用狄奥斯库里得斯（Dioscurides）的说法描述了斯巴达人在债务记录中使用‘塔利木棍’

（Tally sticks）。”［5］20

古希腊信用和借贷最直接的证据是各类文学作品中的描述，虽然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但大致可

反映那时社会信用发展状况的一个侧面。“由借贷而来的隐喻在文学的各分支中数量众多，散布各

处。”［5］6例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和陶器表面的绘画都有涉及信用的题材和情节。“在喜剧和绘画之

外，信用也在政治理论和哲学的遥远角落找到了一席之地。”［5］6这些文学作品和艺术品不仅能让我

们了解古希腊信用活动的发展情况，还能反映当时人们对信用的观念和看法。例如，“在《工作与时

日》中，赫西俄德（Hesiod）所观察到的义务网络是本地性的，信用关系不超出村庄”［5］35。信用关系在

当时所辐射的范围比较狭小，而且借贷性质和信用结构都有浓重的时代特点。即使“货币出现，用

于支付和赔偿，也不能被看作信用从社会和政治的制度转向经济制度的一个作用因素”［8］143。

古代社会中所存在和起作用的信用关系与现代意义上所理解的信用关系有很大的不同。“雅典

信用借贷的特点都强调信用制度的古今概念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5］7，这里涉及古代信用制度的研

究方法问题：是用现代的观念和方法分析古代的经济现象，还是立足于古代社会的具体情境分析经

济现象的性质和作用？这是经济史分析方法的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之争的延伸，这两种方法的争

论源自社会学和人类学，以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主张的实质主义胜出而告终。“对现代人类学

家研究的原始经济而言，实质主义框架已经是研究该主题的主要的，甚至是统治性的方法，永久地

改变了那些即使反对波兰尼最武断的主张所讨论的话语。”［6］25 波兰尼的方法深刻地影响了芬利

（Moses Finley），并由芬利将其引入经济史的分析。“分析雅典城邦的信用和银行存在着两种路径：

现代的和芬利的”［8］144，芬利借鉴和传承了波兰尼对古代社会的实质主义分析方法，以更客观真实地

反映当时的现实情况，毕竟古代社会在整合方式和意识观念上都与现代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异。“希

腊城邦借贷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和社会因素起主导性作用，市场在信用供给及其应用目的中的次

要作用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证实。”［8］148

这一情况同样可从词源学上找到佐证。信用在古希腊对应的词语是“pistis”，代表广义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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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pistis 看起来是狭义的‘信用’之意，很少指经济意义上的‘信用价

值’。”［5］7信用关系是嵌入在当时社会的亲情和友谊的互惠关系之中的，并产生了与邻居和朋友等之

间共享互惠的社会交往关系。信用在古代社会主要不是一个经济价值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交往和

社会关系的构成和维系问题。“债务不仅是一个金融交易问题，在共同的话语上它可以很好地反映

社会关系的建立和加强，获取声望和信誉可能是比关心金融收益更重要的动机。”［9］xvi

三、 古希腊信用与货币的相互作用

不仅古代信用与现代信用存在巨大差异，信用与货币之间也存在很大不同，在社会关系层面，

前者比后者更为基础，历史也更为久远。“因为债务及其支付可以涉及任何物品，信用实际上独立于

货币或铸币的发展。”［1］96虽然信用和货币是独立起源和发展的，但当二者合流，彼此作用，强化了各

自的发展，债务更多地用货币计价和支付。早期专用货币的支付手段功能主要面向社会义务的解

除，包括赎金、罚金、贡品和税赋等等。即使简单的原始货币也有可能搭配庞大的信用系统，毕竟后

者比前者更为基础。例如，“人类学家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访问罗素岛时就

发现了一个基于贝壳货币的高度复杂的信用系统”［5］18。同时，早期的谷物等实物既发挥债务计价

和清偿的作用，也与货币有密切关联。“实物（谷物）支付以及谷物债务具有特定的货币功能，并发展

出与现金经济的紧密关联。”［1］93-94

到了古希腊，信用与货币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发展，铸币的使用，特别是小额铸币的日常流通，加

剧了这一进程。“古典时代末期，铸币已经潜入信用结构的每一个层面，从小额的可用实物或聚餐提

供的友情信贷，到几个奥波尔（obol）作为一天小生意的‘商业’贷款，再到银行和神庙的大额借

贷。”［6］193举债的目的大都与货币的作用和功能密切相关，涉及互惠和再分配等方面，所以信用和货

币在古代社会的发展中有很多的交集。借贷主要是社会生存和社会交往中的必要因素引发的，极

少是经济上的或生产性的。“雅典人典型的举债原因几乎不可避免地与生活中令人不快的无法逃避

的情况相关：赎金、罚金、葬礼、饥荒、税赋和公共服务等。”［5］72 除了因生活必需的支出需要举债之

外，上层阶级也会因奢侈消费等而举债。“政治家明显因消费而陷入债务的证据主要集中于公元前

5 世纪的最后 30 年左右。”［5］67在希腊城邦共同体中，借贷的首选对象往往是熟人、亲戚、朋友和邻居

等，无息的和附息的非正式债务是两种主要的借贷形式。“公民之间的距离，物理上的和隐喻性的，

都带来了一种借贷的相反类型（笔者按，指正式债务）的可能，即信用结构的另外一边。”［5］35-36随着社

会关系和阶层距离的增加，陌生人或专业的放款人才会成为普通公民借贷的考虑对象。“借贷的第

三种形式是作为典当商人的专业货币贷款人和私人银行家。”［1］107

在古希腊城邦，不仅举债的原因和用途，而且举债的对象和机构都主要基于社会交往关系，经

济原因则居于次要地位，这形成了古希腊社会复杂的信用结构。除了个体之间非正式的互惠式借

贷之外，最早进行借贷活动的可能是古希腊的神庙，从现存的碑文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从碑文中

所得到的细节显示，根据雅典神庙所涉及的金融操作类型的知识，似乎可以得出结论，神庙信用借

贷的功能仅局限于将资源转移到空虚的国家金库中。”［5］172神庙的信用借贷是为了实现其再分配的

社会整合功能，是一种辅助性的从属业务，这种情形也适用于早期的其他信贷提供者。“这些制度和

私人放款人类似，往外借钱并不是他们的主要业务，只是一个保持或增加收入的副业。”［5］172即便如

此，古希腊的借贷活动仍然非常常见，分布在不同的交易种类中，其各自的债务规模也达到了相当

可观的程度，如表 1 所示［5］200。

信贷活动的广泛进行也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货币的不足，“古代经

济中信用和其他方式可用于增加货币供给”［1］92。但另一方面，信用也会对货币产生替代作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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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抑制了铸币的流通。“基于货币的信用和无现金支付等形式使流通的铸币更难起作用，因为

信用会增加自身的权力和影响。”［1］16在这种既互补又替代的相互作用中，信用活动借助货币使用而

迅速发展，同时信用也为货币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支撑。这可以在与货币制度密切相关的古代法律

体系中体现出来。“古代私法中的债务法最为发达，广泛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信用制度在古代的发展

表明，古代货币经济高度依赖信用的发展。”［1］93古代社会货币制度的发展有赖于信用，而信用关系

存在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农业社会的单个家庭很难应对各种风险，包括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需

要借助互惠式的非正式借贷渡过难关，因而其信用关系具有浓重的礼物互惠色彩。

四、 古希腊信用的礼物互惠式内涵

“借贷不是新东西，避免借贷在希腊人中间从来不是一个理想，在一个农业社会也不是一个理

想。在农业社会，一件贵重物品可以合理地为许多家庭服务，而坏运气则会使一个家庭陷入暂时的

困境，只有邻居的帮助才能脱困。”［6］181-182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多数家庭的经济条件处于温饱

线水平，很难独立应对各种风险，亲友和邻居间的互助往往是风险应对的主要方法。人类学的研究

也表明，“礼物交换中表现的信用在前现代和部落社会中是重要的制度”［8］143。同时，对身处困境中

的亲友施以援手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和义务，甚至是一种社会性的“投资”，将来会有回报的。“在亲

戚、朋友和邻居等私人交易中，几乎自动期望在未来有一个互惠性帮助：债务是更广泛关系的一部

分。”［5］99这种互惠性帮助可能是实物的，也可能是货币的，信用和债务关系包含在更高层次的互惠

式礼物的社会整合方式之中，因而，“互惠与信用之间的这种联系在我们对古代雅典的借贷分析中

至关重要”［5］7。

从互惠和礼物角度研究信用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思路。对身处这种习俗经济中的人而言，“友谊

是作为命运无常的世界上的一种保险的形式而出现的”［5］120。友谊在此具有强烈的功能性色彩，自

然也存在为功利性目的而建立的友谊。“这意味着通过采取积极措施，潜在有用的人们可以形成一

种友爱型的关系。”［5］118 亚里士多德也意识到了友谊的这种功能和作用，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

（1162b21-63ab）讨论友谊的部分用了很长一段文字分析信用关系的两种不同类型［5］40-41。这是一个

对所有时代都有意义的永恒性议题，熟人之间的这种非正式的货币债务在古代社会非常常见，受到

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实际上，研究前工业共同体中个人关系的文献都评论了邻居之间复杂的现

金信用网络。”［5］145就如同铸币在古希腊社会具有多元属性和功能一样，现金信用网络在古代社会更

多的是一种互惠式社会关系纽带，而不只是风险应对的工具。“公民将债务看作产生和维系友爱的

纽带之一，虽然这种更具建设性态度的现象在我们的工业社会中也存在，但是只有在前资本主义经

济中，将债务看作维系友爱的纽带才作为主导观念出现。”［5］218-219

债务内嵌于互惠式的友爱关系，这提供了信用起源于礼物和互惠关系的重要线索。人类学家

莫斯（Marcel Mauss）是研究礼物和互惠的权威，他“认为信用开始于礼物赠予制度之中”［5］27。莫斯

认为，互惠式礼物关系主要作用于社会关系亲密的熟人之间，通过“送出—接受—回赠”式链条循环

往复地进行礼物流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时确立社会的秩序和等级。非正式的借贷关

系也是发生在亲友和邻居之间，基本上与礼物作用的社会范围重叠，因而，礼物不仅为理解信用的

起始提供了基本逻辑，也为分析古希腊信用关系提供了正确方法。“在来源于雅典的材料中有大量

表 1　不同交易类型的债务规模

债务规模

平均/德拉克马

交易类型

演说辞中的土地担保

1 300

由界碑确定的土地担保

1 500

海事合同

2 600

银行

2 250

其他

1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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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借和贷的材料留存，只有从莫斯所确定的礼物交换关系角度才能说明其全部的意义。”［7］183古希

腊的城邦共同体中，公民有其固定的社会交往关系，朋友之间的现金借贷在城邦的社会交往中很常

见。“互惠和信用之间的这种联系在我们对古代雅典的借贷分析中至关重要”［5］7，互惠式礼物与债务

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接受礼物和恩惠本身就是债务关系形成的一种方式，虽然是社会关系意义上

的；而送出礼物和给予恩惠则会处于社会关系和信用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是获取社会声望和地位的

一种方式。“在物质商品上付出比接受方所能回报的更多，加上回报的时间延迟，在付出方和接受方

之间形成一种永久的债务关系。”［10］79债务起源于礼物，即使是正式的货币债务，如果在亲密的社会

关系环境中被免除而不需要偿还的话，也不意味着互不亏欠，债务只是被转化成了礼物，债务人仍

然处于亏欠的状态，要在将来以某种方式对等或更多地偿还或者说报偿。债务起源于礼物，也可以

转化成礼物，礼物本身也是某种形式的债务，其主要功能是形成和维系社会关系。亲密的社会关系

中的债务关系，即使涉及货币的借贷，通常也不付利息。但这种互惠关系中，回赠的礼物或报偿的

物品通常要比之前所接受的多一些，不是经济上的利益计算，而是使对方处于进一步的债务关系

中，代表亲密的社会关系在未来的延续。

古希腊的信用和借贷的含义与现代意义的用法有很大区别，其含义更接近于我们所知的熟人

之间，特别是亲友之间的无息借贷。“对借贷的系统调查似乎表明信用的互惠和整合对普通公民的

生活来说更加重要。”［5］220债务内嵌于互惠的礼物关系，这种整合社会交往关系的方式是更深层的社

会结构，债务只是其表层的表现形式。债务的成立代表互惠式社会关系的一个开始，债务的清偿则

意味着这种社会交往关系的加深和新一轮互惠的开始，往复不断。“即使正式的债务偿付已完全完

成了，借款人仍然处于对他的前债权人的人情债务之下。”［5］122所以说，只有从莫斯的礼物角度才能

完整地认知古希腊社会的信用和借贷关系，它不是现代意义的信用建立及其清偿合同，不是契约，

而是互惠。古希腊的信用借贷“是个人信用、礼物赠予和互惠紧密一致作用的结果”［5］219。当然，这

种信用、礼物与互惠的紧密一致主要局限于熟人网络之中，既能维系社会关系，又能防范社会风险，

这决定了其辐射的范围比较小。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要花大量的物质和精力维系这种互惠式社

会关系。“除非要创造一种慷慨或奢侈的公众印象，否则，一个普通公民应该限制他互惠出借的范

围。”［5］40慷慨有助于有野心的政治家获得社会声望和公众支持，这是一种政治回报，而普通公民的

财力和精力并不允许其进行大范围的互惠出借。

词源学上的证据也提供了一种债务和礼物紧密结合的思路和佐证。“单词 daneion 和 daneizein

（债，借贷）在词源上来自礼物赠送的概念，包含了从食物和饮料的提供到实物和现金的转移等各种

慷慨的行为。”［1］96不仅是这两个单词，在其他的希腊词汇中也能找到礼物和债务的关联，“表示‘给

予’和‘出借’的不同希腊词语都是紧密相关的”［5］28。给予和借出都代表向外拿出的意思，分别形成

了礼物和债务的不同意义。二者不仅紧密关联，在词源学上甚至可以梳理出一些词的含义从礼物

向债务的逐渐转变。“柯福（Korver）尝试性地将这一顺序解释为 danos 变化的含义的表现：从作为荣

誉的礼物（geras）和送给祭司的祭品（meris）的一部分，到一般性的礼物，然后是债务。”［5］29债务关系

正是这样从礼物和互惠中发展而来，在词汇上有清晰的体现。“所举的每一个例子在变化过程中本

质是一样的，原本代表礼物赠予的某些物品的词语，慢慢地调整为代表债务交易。”［5］30

在古希腊的这种互惠式借贷中，有一种值得关注的形式，可称为“爱诺斯互助贷款”（the Eranos 

loan）。该制度以聚餐共食为最初形式，代表最原始的一种互惠共享，用于熟人之间的互助与借贷。

“正如所看到的，以互惠为重点的爱诺斯隐喻是雅典作家经常使用的。尽管没有一个幸存的消息来

源系统地描述过爱诺斯信用，但理解其基本机制并不存在任何困难。”［5］153因为即使在现代社会，熟

人之间仍会存在互助贷款的各种形式。“尽管几乎所有的爱诺斯互助贷款的案例所涉及的都是富有

的公民，但也有线索表明这一制度在雅典社会的所有阶层都起作用，甚至是奴隶阶层。”［5］77这种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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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式借贷在古希腊有着比较广泛的应用，主要是应对生活中的一些不时之需。“爱诺斯互助贷款等

是用以帮助人们摆脱困境的，而非帮他们获利的。”［5］215反之，人们用于逐利的生产性贷款一般不会

在熟人之间筹措，“虽然没有别的证据，但这将与流行的看法一致，即当人们想要出于生产性目的举

债时，他们会被迫在通常的信用关系网络之外搜寻”［5］215。正如古希腊人对逐利目标的贬低和鄙视，

在礼物交往中若斤斤计较于经济利益则会彻底丧失社会声望和地位，被等同于地位低下的商人和

外邦人，甚至是妓女和乞丐，而将互惠式借贷用于生产性获利的行为也会被归于同一行列。“他们自

然会斜眼看那些友情债务的接受者，因为他们利用朋友的慷慨为自己谋取金钱利益。”［5］73

爱诺斯互助贷款等互惠式借贷是希腊城邦中公民借以摆脱困境的首要选择，但人们又反对和

拒斥以营利为目的的借贷行为，这客观上挤压了正式的有息债务的生存空间。“雅典小额货币债务

的相对缺失可能部分归因于爱诺斯互助贷款的存在，部分归因于现存资料的偏向性，缺乏来源于社

会底层的相关资料。”［5］145无论什么原因，都可以看出古希腊社会的信用结构与现在的情况存在很大

的差异，人们主要依赖互惠和共享来获取信贷支持，“私人放款人、朋友和家庭看来提供了比今天更

大的可用信贷的规模比例”［11］46。

古代世界的信贷目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引起了学界的诸多关注，“债务主要用于生产还是

消费主导了 20 世纪古代信用问题的讨论”［1］95。从现有资料看，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古希腊信用借贷

主要用于社会性和生存性的必要支出，较少用于消费性支出，用于生产性的就更少了，这就形成了

一种独特的信用结构特征。“生产性信贷几乎完全缺失，但有一个无息信用交易网络繁荣发展。”［5］170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生产性借贷的存在，特别是零售业的小额商业贷款。“一些借款人本来会借钱

消费，但钱也被用于生产目的。雅典的大多数贷款都是以消费为目的的这一推论受到了挑

战。”［12］151对于这种独特的信用结构，特别是以爱诺斯互助贷款为代表的互惠式借贷，古希腊流传下

来的学术著作中也多有提及。“安提丰（Antiphon）的《四联辞》（Tetralogies）或示范演讲中一个想象

的辩论者表示，爱诺斯互助贷款是一种与礼仪性支付相关的公民义务。”［5］157柏拉图似乎是不支持爱

诺斯互助贷款的，以为它是非正式的习俗行为，与正式的法律制度相去甚远。“柏拉图不能企图将缺

少法律规制作为遏制爱诺斯互助贷款的原因，后者与礼物很接近，它加强了共同体内部的相互支持，

而这种相互支持是柏拉图在《法律篇》的其他地方加以鼓励的。”［7］187法律是正式的制度，用于整合和

规范陌生人所构成的规模更大的社会群体的秩序，而陌生人存在于希腊个体公民的熟人圈子之外，

也在互惠式借贷关系的所及范围之外。陌生人之间的信用关系不能诉诸互惠式的礼物逻辑，而要借

助以物易物或商业交易的逻辑。“对待陌生人，不能简单地帮忙或给予礼物以期待日后的回报，所以

整个互惠互助的关系被压缩成单一的交易，一方获得所需物品，另一方得到利润。”［6］183从熟人圈子到

陌生人交易，互惠变成了商业，将来的回报变成了即刻的支付，社会交往的情谊变成了法律契约的精

神。“因为没有对将来互惠帮助的期待，债务回报或者说礼物就被利息的支付取而代之了。”［5］36

五、 古希腊利息的性质及其争论

利息的产生和收取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标志着熟人圈子之间的互

惠互助向陌生人之间的经济合作和社会交往的转变和突破，是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一个质的变化。

“无息债务意味着在将来的某一天互相帮助的预期，而收取利息取代了未来恩惠，并终结了这种考

虑。”［7］183附息债务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说明熟人社会开始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另一方面也说明具

体家庭和个人的可用信用渠道有了更多的选择，虽然是次要的选择。“常识说明人们使用闲钱的方

式通常集中于借给那些他们熟悉的公民同胞”［5］40，彼此的熟悉可以让借出人有把握在将来获取某

种形式的回报以及顺利拿回本金，但在与不熟悉的人建立信用关系时，就需要有对应的预防和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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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超过这个点，出借人要求某种正式的约束来保证归还就是合理的了。”［5］40为了应对这种信息

不对称的风险，用财产作抵押或找相关的人作担保，并支付相当数额的利息，就成为与不熟悉的人

进行借贷业务的主要方式。“像这样的短期借贷，限制出借者的风险看起来是不发达经济中非制度

性信用的一个重要特征。”［5］103风险的限制和防范成为利息收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可用于解释利息

的合理性。“那时许多人经常带息借出，一种竞争的意识开始兴起，考虑过的利息都是合法的。”［6］183

在这样一种趋势下，附息借贷也逐渐渗透到共同体内部，并与互惠式帮助共同起作用，“一些社团做

出安排的议题之一是将信用扩展到他们的成员中”［5］171。同时，参与借贷的主体也开始从家庭和团

体转向个人，增强了个人参与经济事务的能力。“这至少使得个人基础层面的借贷关系由于来自团

体的信用而加强，这些信用是国家和私人团体的分支。”［5］171由于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陌生人越来

越多地参与到古希腊城邦的商业贸易和社会生活之中，在信用借贷领域，市场交易取代礼物互惠成

为主导的借贷方式。“这开启了利息支付的时代，它是对回报恩惠的替代。”［5］40

但利息征收从其出现之初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家

们认为货币是无生命的物品，不应该孳息，收取利息是有违自然且不道德的。“对于偿付本金的道德

义务和强征利息的非道德剥削之间的区分在公元前 4 世纪一直存在，反映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对收取利息的反对中。”［5］99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要从法律制度和道德哲学层面对利息征收进行

认知和批判，而不是从互惠式礼物发展演变的角度，这有悖于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柏拉图和

亚里士多德脱离当时实践的观念，其前提是正式信用与互惠信用两套系统是水火不容的。”［5］44正如

债务和礼物会相互替代和转化一样，互惠回报和利息收取之间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关联甚至相

互融合的，“一种聚焦雅典借贷的实践和模式的替代性评估可以说明有息和无息的两种信用系统的

融合”［7］183。这两套借贷系统相互融合的程度和范围可以反映古希腊社会市场化和货币化的发展进

程，利息的出现是古希腊借贷关系和信用制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如果说两类信用关系有简

单的区别，那就是利息的收取。”［5］36利息代表的不仅是正式和非正式的信用关系之间的区别，而且

是互惠共享和法律契约两种回报方式的对比。“雅典模型里的利息有一个明显的道德功能，它区分

了私人的债务和具有更正式基础的债务。”［5］99利息的道德功能还表现在它被排除在希腊城邦共同

体的熟人社会圈子之外，因为利息的收取与货币交易一样，会消解熟人网络中亲密的社会关系，“利

息收取被看作有违于雅典社会关系的广泛背景”［5］98。毕竟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社会的主要整合

方式仍是以城邦权威再分配的政治架构以及以公民家庭和家族为基本单元的熟人互惠网络，市场

交易仍然处于次要地位，法律法规和道德准则凌驾于逐利行为之上，“雅典的道德法规使其公民很

难像新古典的理性经济人那样行动”［5］98。雅典的信用案例表明，雅典人有能力产生信用的复杂种

类，而这些种类与现代社会的信用业务有很大的区别。

正如债务可能源自礼物，利息则是互惠回报因为无法保证在未来实现而转化成的当下折现，而

且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假设已经预先做好，希腊世界的利息可能源自借款方的自愿行为，是额外的

支付，它在合适的过程中转化为一种义务性的费用，由出借人的决定而实行。”［5］99利息最早可能是

借贷双方友好协商的结果，甚至由借款人自愿提供，因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确定的经济利益回

报可能要比未来的互惠式礼物回报等不确定的形式更受出借人的青睐。利息是出现很早也很复杂

的概念，对它的完整理解也是比较困难的。“利息理论一定是经济分析中最难的方面之一，有着令人

沮丧的相互重叠的范围和相互矛盾的理论。”［5］92 对利息的解释也是充满争论的，不止一条认知路

径。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利息的批判则代表另外一条理论思路，认为利息与动物的繁殖有关

系，而且似乎可以找到词源学上的依据。“传统理论以词源学上的 tokos 一词为主线，表示‘利息’的

常用希腊词与牛的繁殖有关系。”［5］45其大致思路是从别人处借来的牛所生的牛犊应该归其主人，故

而最后归还时牛犊和牛要一并交给其主人。同样，借来的货币所产生的经济收益也要以利息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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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本金一同交给其主人。“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看来，利息叫 tokos，是因为后代与其父母同

属一个种类，tokos 是从其他货币中生出的货币。”［5］45这种说法可能适合于游牧民族的案例，但从互

惠角度对利息的理解有着更广泛的解释力和合理性。“我们偏向于认为 tokos 的利息意义是追溯于

一般的增长之意，而非牛的特别案例。”［5］45

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用的理论思路相对，在一般的习俗和制度层面，也存在一条理论谱系

的线索。“作为词源学解释利息的一个替代，这能够有助于从制度上加以思考，从赫西俄德所描述的

礼物赠予过程的细节中可找到依据。”［5］45-46赫西俄德在其《工作与时日》中提供了从互惠式礼物回报

的角度理解利息的最早线索。“《工作与时日》的评论家们本能地将这种额外的支付解释为‘利息’，

利息一词被莫斯用于描述现代非资本主义社会中与礼物赠予相似的情况。”［5］46从赫西俄德到莫斯，

代表的是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孳息说”相对的“互惠说”理论谱系，而这条主线也能找到词源

学上的证据支持。古希腊词语“palintokia”即指将一部分利息返还，说明利息与互惠关系的严密交

织。“palintokia 概念因而代表了回到《工作与时日》里描述的系统，利息并不是作为一个同意条件而

由债权人强加的。”［5］49一种是基于互惠甚至自愿而进行的债务双方对利息多少的协商，一种是将利

息看作债权人的权利而强加于债务人，这两种借贷双方的不同关系可以看作利息来源的两种观点

相对应的延伸。“麦加拉（Megarian）的 palintokia 的反面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胜利，给予他们对利息

收取的完全控制。”［5］50

理解这两种利息来源观点及其对应的信用双方关系的一种可能思路是互惠协商说早于孳息强

制说，且前者明显更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状况，但后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宣传等，后者逐渐居于

正统的统治地位而遮蔽了前者。其中一个重要证据是有息债务出现的时间较晚，它是被排除在互

惠关系之外的。“表示有息贷款的词 tokizein 在早于公元前 4 世纪的所有现存材料中没有找到，它可

能是一个比较晚才出现的现象。”［5］30在有息债务出现并发展以后，债权人就有动机通过法律等制度

手段将基于互惠协商的利息转化为强制性的权利。“通过象征性地将债务等同于偷窃，一种法律上

的对债务违约者的制裁制度逐步得以建立。”［5］42将利息从法律上等同于债权人的权利和财产，不付

利息等同于偷窃，要加以制裁，利息强制支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逐渐得以建立。同时，利息强制收

取是合理的这种思想开始影响人们的观念并试图遮蔽利息是基于互惠协商的说法，这在一些学者

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依据。例如吉诺比乌斯（Zenobius），“虽然他是在公元 2 世纪写作，但其作品可以

反映出试图保留债务中礼物因素的努力，以防止它们发展成为法律上的正式的强制责任”［5］42。无

论是法律影响下的现实实践，还是人们的观念转变，都表明了对债务和利息的两种理解思路的激烈

交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希腊城邦的再分配功能为利息的强制支付提供了便利，“强制债务得

以实施的原因是债务必须进行公共记录”［5］22。

债务和利息的强制实施是在博弈和讨价还价中逐步获得法律上的合法性的，这可以从著名的

梭伦（Solon）立法中找到支持。“从早期雅典的历史可知，梭伦的立法废除了使债务人成为奴隶的规

定，其补偿是承认债权人收取强制利息的权利。”［5］50正是这种一步步的转变，使得主流观念对利息

的起源和债务双方关系的理解开始偏向于孳息强制说，这种转型可简要地加以概括：“信用的这种

替代类型转变可尝试性地将它的可能起源追溯至赫西俄德所建议的自愿‘利息’支付，经过麦加拉

的德莫（Demos）对 palintokia（归还利息）明显的坚持，后由梭伦以法律形式保障出借人对强制利息

的权利。”［5］52正是在这两种理论谱系的交叉和转变的基础上，利息的征收获得了法律上的合法性和

思想上的主导性，虽然争议和交锋从未停息。正如在主流的理论阐释是从互惠协商转向孳息强制，

需要借贷的家庭和个人在借贷来源选择上也是首先从熟人间的互惠然后到无息及有息的债务。“与

雅典友好的受青睐的无息债务的观念相一致，利率随着借贷双方之间社会距离的增加而成比例地

增加。”［13］60是否支付利息以及支付多少利息是由债务双方在社会关系上的空间序列决定的，关系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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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疏远，所要求的利息和担保就越高。“一个基于社会距离的利息决定理论具有灵活性的优点。”［5］106

在具体的案例之中，埃斯基涅斯（Aeschines）由于错误的行为而信誉扫地，难以获得熟人的互惠

式信贷支持。“由于这种反社会的行为关闭了个人信用的通常来源，埃斯基涅斯被迫依赖非个人的

附息信用，从银行家及其同僚处获得了一笔贷款。”［5］212此外，熟人和朋友之间的借贷中收取利息是

可接受并且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涉及金额较大的情况下。例如一个朋友向阿里斯托芬借 16 米那

（mina）时，提议用一只金杯作抵押，并支付利息。“阿里斯托芬说他会拿走金杯，接受 4 米那作为利

息，但他也要从别的地方借。”［13］58利息支付行为不仅限于信用借贷，在贵重物品的保管方面支付的

费用也可以看作利息的一种。“个人为获得便利而将商品、动产和少量黄金等交由专人代为保管，作

为特权和安全的回报，存储人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许多商人要经常远行，也乐于支付这笔费用。”［14］11

这种保管业务是将闲钱存入银行的储蓄业务的前身，不过区别在于存储人不是收取利息，而是支付

利息。无论是借贷还是保管业务，说明存在广泛的社会需求，它们为利息的收取提供了充足的客观

条件，靠收取利息谋生的职业和人群也开始出现。

六、 古希腊利息的浮动范围与社会影响

基于神庙的信贷业务，闪米特人（Semites）是最早的职业食利者。“神明为其资金所冒的风险要

求补偿，金属借贷不利于实物的安全，因而闪米特人实际上变成了高利贷投资者。”［14］11神庙是早期

信贷的主要提供者，借贷数额一般都不大。“拉姆诺斯（Rhamnous）神庙的账户表明，小额而非大额

的债务才是正常情况。”［5］174在借贷业务中，神庙也收取一定比例的利息，通常是固定数额。“从公元

前 5 世纪到前 2 世纪，提洛岛（Delos）的阿波罗神庙收取利息的利率一直保持在 10% 不变。”［5］108总体

而言，古希腊的利息收取比例应该是固定的，这种行为是嵌入在非正式的习俗和惯例中的。“与假定

利息完全自由浮动的理论相反，我们认为雅典的利率由习俗和传统所固定。”［5］97在每个时期都会有

相对固定的约定俗成的利息率，在古希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利息率是每个月 1%：“‘通常’或‘流

行’利息率给非私人的附息债务是每米那 1 德拉克马（drachma），或每月百分之一。”［5］105当然，在不

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即使是“流行”的利息率也会有所不同，现有文献整理的数据表明古希腊每年利

息率的浮动范围在 10%—36%，具体数据参见表 2［5］104-105。

表 2　古希腊年利率浮动范围

利率（每年）/%

10

12

12.5

16

16.67

18

20

22.5

25

30

33.33

36

案例

离婚后夫家拒还女方嫁妆需要支付的利息

1 塔兰特货币的利息

海事贷款

16 米那贷款，实物担保

陆上贷款，在基齐库斯（Cyzicus）担保

4 000 德拉克马的利息；30 米那债务“买”公职的利息；夫家拒还嫁妆所欠的利息

拟定食利者协议的回报率

海事贷款

为 16 米那贷款支付 20 米那本息

海事贷款

拟定食利者协议的回报率

海事贷款

注：古希腊夫妻离婚后，夫家需要将女方的嫁妆退还，如果不退还，就要按照一定比例收取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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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阿里斯托芬的案例来看，其收取的利息率是 25%，虽然按现代的标准来看利率过高，但在

古代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则可能是正常且合理的。“不能从字面意思加以理解，在源初意义上所有的带

息借贷都是‘高利贷’。”［5］180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可用于借贷的资金来源不多，能带来回报并支付利

息的投资机会也不多，并且投资风险很大，因而高利率是对稀缺和风险的补偿。“实际上，小额借贷很

少是看起来的高利润业务，高利息率更多的是风险和行政成本的表征，而不是代表过多的利润。”［5］186

过高的风险决定了人们的借贷行为往往局限于熟人之间，从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来看都是如此。“鉴

于债权人所承担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很难理解正常人会将钱借给亲朋好友之外的任何人。”［5］84但这也

反过来说明超出熟人圈子的借贷要收取高额利息以及要有担保措施以应对巨大风险的合理性。投

资海外贸易的利息率往往更高，以追逐经济利润为目的，要承担巨大的投资风险。“雅典公民和非公

民都可以签订海洋合同，其投资的借贷利率很高，高于一般债务 12% 的年利率，为 12.5%—30% 每趟，

罗马的海洋信用通常是排除在利息管理之外的。”［1］101农业社会低下的生产力很难积累出多余的资

金，因而借贷利息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有息借贷都被称为高利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约中

世纪。“直到中世纪，‘高利贷’的概念才开始局限于指代超高的利息率，即它今天的含义。”［5］181

在古希腊，从事高利贷行业的往往都是外邦人，这和有息贷款的性质相关，它主要适用于陌生

人之间。“可能是巧合，在讨论任何从事高利贷的人的来源时，他都是一个外邦人或非希腊人。”［5］186

从借方的角度看，外邦人处于陌生的社会网络圈子里，没有互惠式借贷的便利，只能诉诸正式的有

息借贷业务。“特别是对外邦人而言，他们没有公共支付的缓冲，也没有大多数市民拥有的相互交往

的机会。”［5］188因而，无论是从借方还是从贷方而言，高利贷与外邦人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外邦

人所处的环境也与之后的陌生人社会非常相似，是附息借贷生存的土壤。“不同于亲戚和朋友，完全

陌生的人可能是非雅典人，感受不到利用一个人的不幸赚钱的内疚。”［5］56除了自身内疚之外，外邦

人也不会受到来自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和舆论压力。当然，一些有财力和声望的外邦人也会形成

自己的交往圈子用于获取支持和帮助。

附息借贷业务的重要社会影响是瓦解了古希腊城邦共同体的紧密社会关系，将其变成陌生人

社会。因而，对于利息，主流观念不仅在道德上批判它，而且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对其加以控制，

“希腊罗马的古代立法最早关注的一点是个人间债务的清偿以及对个人抵押品和利率的控制

等”［1］96。在现实中高额的利息和巨大的投资风险确实容易造成债务违约，从而引发危机，影响社会

稳定。“公元前 4 世纪中期左右，一种用铜币的附息借贷导致一场非常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债务危机，

以致国家不得不通过一系列法律来限制利息率。”［15］13古代法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债务和利息

的规定，以防范债务危机对社会共同体秩序的冲击，也有许多法律流传下来。“公元前 1 世纪以弗所

（Ephesus）遗留下来的一部债务偿还法律区分了不同的债务类型，可用于界定典型债务交易的范

围。”［1］99一些债务法律条文甚至会对债务关系进行相当具体细致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

映出当时借贷活动的真实情况。“正如多数西方法律系统，在古希腊罗马法律中有两种担保债务的

方法：个人或团体用自身的财产进行私人担保以及以资产的经济价值进行实际担保。”［1］99对利息和

债务的法律规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债务危机的影响，稳定了社会，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对债务偿还进行更好的法律保障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债务量不代表经济发展水

平。”［1］95古代社会的消费性债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本就不大，而且债务量的积累可能是违约风险加

大的标志，反而有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七、 古希腊债务取消的社会作用与政治博弈

当整个社会的债务积累数量巨大，社会秩序会遭受冲击时，债务取消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重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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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除了社会稳定的需要，利息的互惠协商观点也可为债务取消提供舆论上的合法性，具体结果则

要看债务双方的力量博弈。“大量债务人是国家早期形成中的一股真实的政治力量，债务取消是地

中海共同体历史中社会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1］96历史上有众多债务取消的著名案例，以雅典的梭

伦改革为首。“梭伦抛弃了雅典人对债务的私人追求，公元前 326 年罗马的波特里亚（Poetelia）法律

禁止了尼克萨姆（Nexum）借贷合同，公元前 5 世纪《十二铜表法》降低了利率，克里特禁止生活必需

品的抵押。”［1］96债务取消是对债务强制执行的法律规定和意识形态的反击，在面临危及整个社会的

风险时，债务取消不仅保护了债务人，而且在促进共同体团结应对社会风险上也是对债权人的保

护。“面对歉收和饥荒，受不可控因素影响的资源稀缺的道德结果是对债务人和债权人进行意识形

态和政治上的保护。”［1］96债务危机的后果及其处理方式不仅涉及社会稳定的问题，更是债务双方政

治影响力的博弈，故而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从古风时代的希腊到罗马帝国

时代，债务危机的解决和个人争执的判定一直是一个政治问题。”［1］122正是基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考

虑，在古代世界，尤其是古希腊，债务取消成为一种普遍的债务危机应对方式。

债务取消最为著名的案例是梭伦改革，根源是利息的无限增加。“这种无限造成了债务的严峻

危机，梭伦被任命来解决它。”［3］94面对严重的债务危机及其社会分裂的后果，梭伦改革除了改变雅

典铸币的重量标准体系之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取消债务。“最高统治者梭伦采取了三项补救措施，

债务取消涉及债务人的安全、法律和宪法的改革以及货币的变化。”［14］44梭伦改革取消债务的一个根

本目标是保护雅典公民不受债务的影响而失去公民身份，这与雅典城邦共同体的互惠观念相一致。

“梭伦关注的中心是将自由劳动力和非自由（强迫、非自愿、依附、胁迫，即额外或非经济因素）劳动

力截然分开，并阻止雅典公民成为三种主要的非自由类型中的任何一种：债务奴、农奴和动产奴

隶。”［16］162除了维护城邦共同体的公民基础之外，从政治支持的个人层面而言，改革措施为梭伦赢得

了身陷债务困境的那部分公民的强烈支持，使之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本。这种做法也启发了之后

的政治家们，“受欢迎的领导人（以及潜在的僭主）通过暗示土地再分配和债务取消而赢得了大量民

众的支持”［5］43。无论如何，梭伦改革都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效果，深刻影响了雅典城邦共同体

之后的发展。在满是债奴的古希腊，“后梭伦时代的雅典习惯被看作这一规则的巨大例外，这是梭

伦著名的禁止借贷法律的结果”［5］78。

在古希腊城邦层面，债务取消比较典型的是斯巴达，该城邦甚至一度拒绝使用铸币，对货币和

信用的社会影响一直非常警惕。“公元前 3 世纪后期，债务取消活动归功于阿吉斯四世（Agis Ⅳ）和

克莱奥梅尼三世（Cleomenes Ⅲ）。”［5］20其他的希腊城邦同样也存在着债务取消的诸多案例和相关的

法律规定。“斯巴达之外的历史记录充满了有关废除或免除债务的法律。从公元前 6 世纪到公元前

1 世纪，阿舍里（Asheri，1969）所作的案例汇总中列了 40 个案例，其他案例还可以增加。”［5］21具体内

容如表 3 所示［5］251-252。

表 3 所列的法律案例足以说明债务取消在古希腊广泛存在，而这一结果的呈现与利息强制征

收写进法律一样，是债权人和债务人政治博弈的结果。支持债务取消的一方认为，在战争和饥荒等

重大社会风险面前，需要城邦全体公民团结一致，应消除共同体内在的不和谐。“例如，埃涅阿斯

（Aeneas Tacticus）建议，在被包围的城市，市民间所欠的利息甚至本金应该降低或整个取消，以降低

心怀不满的债务人背叛城邦的风险。”［5］21反对债务取消的债权人集团的力量同样不容小觑，他们掌

握权力后会竭力禁止债务取消。“预防措施包括雅典陪审团的宣誓，禁止债务取消和私人财产的再

分配，而公元前 338 年的‘科林斯联盟’（League of Corinth）的一个立约目的就是保证没有成员城邦

会废除债务。”［5］21其实，债务取消的案例越多，反过来说明利息强制征收的现象越严重，其实际数量

只会比债务取消的案例更多。“特阿真尼（Theagenes）后的麦加拉的案例与梭伦之前的阿提卡类似：

富人和有权势的人会利用职位优势剥削和压迫处于困境中的人。”［5］49而利用他人的不幸和困境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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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是利息征收一直为人们所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除了债务取消这种比较极端的方法之外，城邦共同体会通过习俗和制度等使其公民免除

或减轻因为债务而遭受的压力。比如“赎回在别国为囚的本国人被看作一项公民责任，超过了亲戚

朋友而到了作为整体的公民身份，类似于互惠借贷的理想情况”［5］61。这其实是将熟人、朋友之间的

互惠关系推广到整个城邦的公民之间，有助于城邦共同体的团结一致。“这里有一个公元前 4 世纪

邻居之间互惠关系的典型案例：由赫西俄德努力地建议，主要是社会上层精英用适当的服务回报城

邦公民。”［5］54这种服务包括了代偿小额债务、提供嫁妆和抚养费等等，有效地减轻了许多公民的债

务压力，“因为提供赎金、嫁妆和帮助等给身处困境的有需要的公民被看作一项公民义务”［5］64。在

这方面，雅典等城邦要比其他城邦做得更好。“雅典的贫穷公民比希腊其他地方的同等阶层的人的

处境要好很多，因而可以承受许多原本会让他们陷入依附境地和债务困难的压力。”［5］76此外，相较

于梭伦式的债务整体取消，古老的利息的有限返还传统也是债务双方博弈中常用的一种折中方法。

八、 结  语

古希腊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西方世界第一个开始商业化和货币化的农业社会，这决定了它的

信用关系和货币制度的发展都是嵌入在熟人社会的习俗和惯例中的。虽然货币的使用相当程度上

推动了古希腊信用的发展，但其主要信用关系的实质仍然是礼物互惠式的相互帮助，因而利息收取

一直是存在争议的。利息的收取和债务的积累容易造成城邦共同体的分化和撕裂，时有发生的债

务取消运动是债务人和债权人政治博弈的结果，也是城邦共同体或社会对货币信用逐利增值侵蚀

表 3　公元前 6 世纪到公元前 1 世纪债务废除法律的 40 个案例汇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时间（公元前）

594/3

570 以后

510 以后

504

408

403

400—350

约 390—360

367/6

约 365/4

362/1 以后

360 以前

约 353/2

4 世纪中期

346/5

331

329/8 以后

324/3

316/5

约 303

地点

雅典

麦加拉

克罗顿

库迈

西利布里亚

雅典

阿塞西尼

德尔斐

锡拉丘兹

赫拉克里亚·潘提卡

拜占庭

阿拜多斯

雅典

希俄斯

赫拉克里亚·潘提卡

奥尔比亚

普里埃内

帖该亚

叙拉古

提欧斯-勒比都

序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时间（公元前）

约 300/299

约 297/6

约 280

约 280

约 280

约 250—240

243/2

约 230

227

约 206/5

197

197

188 以后

179/8

174/3 以前

174/3

174/3（？）

147/6

2 世纪末

86/5

地点

以弗所

以弗所

卡尔萨亚

纳克索斯

萨摩斯

苏鲁斯

斯巴达

奥尔比亚

斯巴达

安托利亚

阿戈斯

阿里坎达

奥尔霍迈诺斯

马其顿

安托利亚

色萨利

法拉那

亚该亚

马耳他

以弗所

注：年份之间的分隔号表示不能确定或者不同分类纪年方法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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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纽带的反击，这种相互作用及其变体一直持续到了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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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Money and Interest in Ancient Greece

Li Xiuhui

(School of Economic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In ancient Greece, credit was a common social phenomenon involving both small loans and 

the pawn of goods, as well as large monetary loans. The forms of credit included informal and formal, 

as well as interest free and interest bearing. Credit relationships were embedded in the recipr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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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s of family and friends in society at that time and resulted in shared and reciprocal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 neighbors and friends. Credit was not primarily an issue of economic value in ancient 

society but rather a problem of the composi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Although credit and money originated and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when they interflowed with each 

other, they were both reinforced, and debt was more valued and paid off in money. The use of ancient 

Greek coinage, especially the daily circulation of small coins, exacerbated this process. The purpose of 

borrowing was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money, involving aspects such as 

reciprocity and redistribution. The main reasons for debt were the necessary factors of social survival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nd were rarely economic or productive. The widespread use of credit activities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etary economy and to some extent compensated for the 

shortage of money. In ancient Greece,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relatives, friends, and neighbors was 

the main method of risk response, and credit and debt relationships were included i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reciprocal gifts. Reciprocal gifts and debt had a profound internal connection, and receiving gifts and 

favors was itself a way of being in a debt relationship in the domain of social relations. Debt originated 

from gifts, and even formal monetary debt, if waived in an intimate social relationship without the need 

for repayment, does not mean that there is no debt owed to others. Debt is merely transformed into gifts, 

and the debtor is still in a state of debt that needs to be repaid or recompensed in a certain way in the 

future. Strangers were outside the circle of acquaintances of individual Greek citizens and beyond the 

scope of reciprocal lending relationships. From circles of acquaintances to stranger transactions, 

reciprocity turned into commerce, and future returns became interest payments. Interest collection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topic since its inception, and there are two opinion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interest. One is that interest is the result of reciprocity or even voluntary negotiation with the 

debtor, and the other is that interest is imposed on the debtor as a creditor’s right, representing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interest in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stranger society. The proportion of interest 

charged in ancient Greece was relatively fixed, and the formation of specific amounts was embedded in 

informal customs and conventions. Even “popular” interest rates varied across regions and periods. 

Existing researche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annual fluctuation range of interest rates in ancient Greece 

was between 10% and 36%. The important social impact of interest-bearing lending business wa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close social relationships of the ancient Greek polis community, transforming it into 

a society of strangers. Therefore, regarding interest, the mainstream concept not only criticizes it 

morally but also controls it through legal systems and other means. When the accumulation of debt in 

society is substantial and the social order is affected, debt cancellation may become an important choice. 

In addition to the need for social stability, reciprocal negotiation of interest can also provide publicity 

legitimacy for debt cancellation, and the specific outcome depends on the power clash between the debt 

parties. Debt cancellation was a counterattack by the polis community or society against the 

erosion of money and credit into social bonds, and this interaction and its variants have 

persisted till the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ancient Greece; credit; money; interest; debt cance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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